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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学评价生态环境承载力是制定合理生态保护措施的理论前提，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评价过程中存在生态环境承载力阈值和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值难以量化等问题。基于 2009～2017 年的

长江经济带生态数据，借鉴“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动态评价法”,将生态环境承载力的量化测值转化为生态环境承载

力运行状态研究，以此达到评价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承载力的目的。结果表明：(1)评价期内，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

质量呈上升走势，生态环境总体处于可承载状态；11个省市中，上海、浙江、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

州等省市处于可承载状态，其中贵州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提升最大，达 86.844;江苏、江西两个省份处于超载状态，

安徽省处于基本可承载状态。(2)人均 GDP、第三产业、科技投入占 GDP 比重、环境治理投资额、绿地面积与长江经

济带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呈同增同减趋势且影响程度较大，分别为 7.33、6.92、8.28、6.71、7.21。(3)人口自然增

长率、城镇化水平、人口密度、单位 GDP 能耗、单位 GDP 电耗与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成负相关，其中单元

GDP 能耗、电耗对环境质量负面影响程度最大，分别为 6.57、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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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质量下行严重。目前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正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生

态保护迫在眉睫。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以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为重点，加大生态环境保

护力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明确生态文明建设总

目标。其中科学评价生态环境承载力是制定生态保护措施的理论前提，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1]。须先弄清区域生态环境

承载力，才能在此基础上制定适宜的环境保护政策，从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协同发展。 

当前学术界对生态环境承载力的概念、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1)研究概念：早期承载力思

想起源畜牧实践，将其定义为牧场在可恢复限度内能容纳的牲畜数量
[2,3]

,随着社会学、人类学发展，承载力被用于研究人类发展

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并赋予承载力新的含义：在维持环境系统功能与结构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区域环境系统所能承受的人

类经济社会活动的阈值[4,5,6,7,8,9,10,11,12]。(2)研究方法：测定生态环境承载力阈值的方法，主要有状态空间法、生态足迹法、权和指

数法等。状态空间法来源于欧式几何空间法，通过构建三维坐标轴，每个坐标轴代表人类活动轴、环境轴、资源轴，以此确定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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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承载曲面，将位于状态空间中的点与原点的绝对距离作为衡量承载力依据[13,14];生态足迹法是评价生态环境承载力方法中应用

最多的方法，它侧重研究人类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干扰，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状态和生态承载力评价[15,16,17,18,19,20];权和指数法先对

各类指标进行无量纲化，然后对各层面指标进行加权求和计算指数，由此测定生态环境承载力
[21,22,23,24]

。(3)研究内容：生态环境

承载力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综合资源分析[25]、土地承载力研究[26,27,28,29]、水资源承载力研究[30,31,32],基于 PSR 模型构建指标体系用

以研究区域生态环境承载力[33,34,35,36,37,38]。 

当前，学者从不同的研究内容、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区域生态环境承载力展开诸多研究，但是以往的生态环境承载力研究方

法，如状态空间法、生态足迹法、权和指数法都立足于静态、封闭的生态环境系统[12],趋向评判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发展现状，缺

乏承载力分析，且多数研究仅从横面运用多种方法分析各区域生态环境承载力，缺乏纵向深入探测生态环境承载力影响因素。因

此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域，基于生态平衡理论和生态稳定性原理，引入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并对其进行动态变化趋势回归

分析，通过生态环境承载力运行状态评估长江经济带的生态环境承载力，并从社会经济、生态质量层面构建生态环境承载力影响

因素指标体系，深入了解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发展状态，为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区域与指标体系构建 

1.1 研究区域 

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 11省市，面积约 205 万 km2,占

全国的 21%人口且经济总量超过全国的 40%,生态地位重要、综合实力较强、发展潜力巨大。但是长江经济带历经多年开发建设，

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仍未发生根本转变，生态环境状况仍然面临严峻考验。近年来，长江经济带生态性土地面积变化巨大，随着

城镇面积增加 39.03%,农田、森林、草地等生态性土地急剧减少；长江沿岸工矿企业污染物排放量大，强度高，废水排放总量占

全国的 40%以上；长江经济带既是生态功能区，又是矿产和水资源富集区，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突出[38]。面临日益恶化

的生态环境，国家高度重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出台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明确长江经济带生态建设战略地

位。依据典型性、代表性原则，本文选取长江经济带作为研究区域，对区域生态环境承载力进行动态分析，为缓解经济发展与环

境保护矛盾提供理论依据。 

1.2 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由于生态环境系统具有复杂、开放的特点，导致难以量化生态环境承载力阈值。本文借鉴已有研究[12]并结合《生态环境状况

评价技术规范》
[39]
,从生物丰度、水网密度、植被覆盖、土地退化、环境质量 5个方面建立生态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表 1),其中

环境质量方面，考虑到区域实际情况，主要选取工业“三废”指标衡量环境质量。由于经济、生态的双向影响以及生态环境系统

的复杂性，主要从社会经济、生态质量两大层面构建生态环境承载力影响因素指标体系[40],其中考虑研究区域实际情况和数据可

行性，只选取了主要影响因素指标(见表2)。 

本文选取 2009～2017 年长江经济带有关生态和经济数据，其中大部分数据来源各省市《统计年鉴》《土地变更数据报告书》

《土地规划》《环境状况公报》《水资源公报》,部分缺失数据由插值法填充，数据完整性和权威性较高。 

表 1生态环境承载力指标 

因素层 指标层 

生物丰度 

林地(km
2
) 

草地(km2) 



 

 3 

水域湿地(km2) 

耕地(km2) 

建设用地(km2) 

未利用地(km2) 

区域面积(km2) 

林地(km2) 

草地(km2) 

耕地(km2) 

植被覆盖指数 

建设用地(km2) 

未利用地(km
2
) 

区域面积(km
2
) 

河流长度(km) 

水网密度 

湖库面积(km2) 

区域面积(km2) 

轻度侵蚀(km2) 

土地退化 

中度侵蚀(km2) 

重度侵蚀(km2) 

废水排放量(万 t) 

环境质量 

废气排放量(万 t) 

废固排放量(万 t) 

 

表 2生态环境承载力影响因素指标 

因素层 指标层 

经济社会 

人口自然增长率(%) 

人均 GDP(元) 

生态质量 

城镇化水平(%) 

人口密度(人/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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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比重(%) 

单位 GDP电耗(万 t) 

单位 GDP能耗(万 t) 

研发技术投入(万元) 

工业废气排放(万 t) 

工业废水排放(万 t) 

工业废物固体排放(万 t) 

森林覆盖率(%) 

绿地面积(hm2) 

环境治理额(亿元) 

 

2 研究方法 

2.1 生态环境质量指数 

以往研究方法将生态环境视为静态、封闭的系统，忽视生态系统开放性、复杂性特征，由于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压力值和生

态系统支撑值难以量化，直接确定生态环境承载力阈值困难重重，但是依据生态平衡理论和生态稳定性原理，可将生态环境承载

力测定转化为分析生态环境运行状态，若区域生态环境处于可承载力状态，则生态系统处于良性循环状态，反之若处于超承载状

态，则生态环境处于非良性循环状态。因此选用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研究方法评价生态环境承载力，该方法是《生态环境状况评价

技术规范》规定的标准技术方法，它不仅评估生态环境承载力现状，还包含对生态环境承载力动态变化趋势评价。具体计算方法

如下： 

EI=0.25×indexbio+0.2×indexriv+0.2×indexpla+0.15×(100-indexlan)+0.1×indexenv(1) 

indexbio=Abio×(0.35×林地+0.21×草地+0.28×水域湿地+0.11×耕地+0.04×建设用地+0.01×未利用地)/区域面积(2) 

indexpla=Aveg×(0.38×林地+0.34×草地+0.19×耕地+0.07×建设用地+0.02×未利用地)/区域面积(3) 

indexriv=Ariv×河流长度/区域面积+Alak×湖库面积/区域面积+Ares×水资源量/区域面积(4) 

indexlan=Aero×(0.05×轻度侵蚀面积+0.25×中度侵蚀面积+0.7×重度侵蚀面积)/区域面积(5) 

indexenv=0.4×(100-A 废气×废气排放量/区域面积)+0.4×(100-A 废水×废水排放量/区域面积)+0.2×(100-Asol×固体废弃排放

量/区域面积)(6) 

式中：EI为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其中 indexbio为生物丰度指数、indexpla为植被覆盖指数、indexriv水网密度指数、indexlan为

土地退化指数，indexenv为环境质量指数。Abio=511.26、Aveg=0.01、Ariv=84.37、Alak=591.79、Ares=86.38、Aero=236.0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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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4.09、A废水=4.39、Asol=0.07,分别为生物丰度、植被覆盖、水网密度、土地退化、废气排放、废水排放、固体废弃排放

量归一化指数[31]。 

2.2 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动态趋势分析 

(1)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回归模型 

 

式中： 反映了 EI的回归变化趋势和幅度。K≥0,整体呈提高或保持稳定

趋势；K<0 反映生态环境质量总体呈下降趋势；b为回归常数。 

(2)回归效果显著性评价 

相关系数平方值：  回归效果好，变化趋

势明显；R2=0.1～0.5,回归效果中等，变化趋势较明显；R2<0.1,回归效果差，变化趋势不明显。 

(3)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程度分析 

|△EI|≤1:变化不明显。 

1<|△EI|≤3:略有变化。△EI 为正值环境状况变好，处于基本可承载状态；△EI 为负值环境状况变差，为轻度退化状态，

即轻度超载状态。 

|△EI|>3;变化明显。△EI为正值，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提高，属于可承载状态；△EI为负值，环境状况明显变差，退化趋势

明显，属于超载状态。 

3 实证分析 

3.1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价 

从长江经济带2009～2017年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变化趋势散点图(图1)可以看出，近9年来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质量指数(EI)

呈波动上升走势，相关系数 R=0.735。通过对变化趋势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可得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变化趋势回归模型

为： 

EIt=0.763t+257.68(t 为年份)(8) 

由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变化趋势回归模型可得：9 年来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上升了 6.876,生态环境质量

有所提高；R=0.735≥0.7,生态环境质量逐步得到改善且趋势稳定，反映了长江经济带大体处于良性循环状态，即目前该区域的

生态环境承载力处于可承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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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变化趋势散点图 

3.2 各省市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价 

围绕研究时段的起点和终点作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变化图(图 2),可以看出在 2009 年四川、云南、江苏、上

海等地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较高，生态环境质量在长江经济带位于前列，而贵州、江西相较其他地区生态环境质量较差。在 2017

年四川、云南、贵州、浙江等地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较高，而江苏、江西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较其他省份低。各省市历经 9年的开发

建设和保护，大体可知四川、云南等地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较高，其生态环境质量一直位于长江经济带前列；贵州省生态环境质

量改善明显，由2009 年低值区变为 2017年高值区；而江苏省与贵州省情况相反，其由2009 年的高值区变为 2017 年的低值区，

生态环境质量逐渐恶化；江西省的生态环境质量则一直是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中的短板区域。 

 

图 2 2009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生态环境指数分布图 

 

图 3 2017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生态环境指数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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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长江经济带各省市 2009～2017年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变化趋势进行回归分析，求得各省市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变化趋势回

归模型、相关系数 R及 9年来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变化值(表 2),从表 2可看出：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上海、浙江、湖北、湖

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 8个省市的生态环境承载力处于可承载状态，江苏、江西两省处于超载状态，安徽省处于基本可

承载状态。 

表 3各省市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变化趋势线性回归一览表 

省市 回归方程 R2 △EI 承载力评价 

上海 EIt=0.768t-399.137 0.97 22.683 可承载 

江苏 EIt=-0.278t+188.11 0.64 -25.228 超载 

浙江 EIt=0.31t-504.952 0.98 34.105 可承载 

江西 EIt=-0.599t+186 0.04 -11.772 超载 

安徽 EIt=-0.901t+284 0.13 1.917 基本可承载 

湖北 EIt=0.081t-530.505 0.76 30.866 可承载 

湖南 EIt=0.029t-125.097 0.96 22.168 可承载 

重庆 EIt=0.603t-294 0.82 37.441 可承载 

四川 EIt=0.278t-427.05 0.73 19.984 可承载 

云南 EIt=0.651t-216.14 0.67 19.826 可承载 

贵州 EIt=0.853t-245.19 0.88 86.844 可承载 

 

(1)上海、浙江、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 

△EI≥3,且 R
2
>0.5,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提高，生态环境承载力处在可承载状态，且回归变化趋势显著，即这些省市生态环境

质量提高明显。上海、浙江等省市优先发展污染小的金融业、制造业，推广使用清洁能源，减少空气污染。而湖北、湖南在长江

流域实施“退田还湖”“退耕还林”等措施，提高长江流域的蓄水能力及增加绿化面积，缓解生态压力。重庆、四川、云南、贵

州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区域内多丘陵难以进行大规模开发建设，且森林覆盖率高有着优越的自然先天条件。这些综合因素使这

8省市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明显，生态环境系统处于可承载状态。 

(2)江苏、江西： 

△EI<-3,生态环境质量下降明显，处于明显退化状态，生态环境承载力处于超载状态，且江苏 R2=0.64>0.5,呈显著退化趋

势，而江西R2=0.04<0.1,生态环境质量退化不明显。从目前看，江苏、江西两省生态环境质量现状堪忧，经济社会发展以牺牲生

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刻不容缓。 

(3)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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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I<3,0.1<R2=0.13<0.5,生态环境质量略微提高，生态环境承载力处于基本可承载状态，且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回归变化明

显，表明安徽省生态环境质量正向好发展。 

3.3 生态环境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研究区域发展情况和数据可行性，本文主要从社会经济与生态质量层面选取与生态环境紧密联系的指标数据。将表 2的

指标层作为自变量，对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指数(EI)进行回归分析。为解决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它将统计上

不显著的变量剔除，保留多重共线性不明显的解释变量，而且对被解释变量有较好的解释贡献，这是一种克服多重共线性的有效

方法。分析结果如表 4: 

人均 GDP、第三产业、科技投入占 GDP 比重、环境治理投资额、绿地面积与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同增同减且影响程

度较大，分别为 7.33、6.92、8.28、6.71、7.21。人均 GDP 代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相应的对生态环境提出

更高的要求，例如解决经济发展中资源短缺问题，这不仅引发人们对生态环境重要性的思考，还促使区域政府、企业寻找可代替

的清洁性可再生能源，只有突破资源短缺问题，才能长久有效发展经济。第三产业以服务业为主，具有环境污染小、效益产出高

的产业特征，长江经济带第三产业比重逐渐增加，倒推研究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目前大多数科学技术都

是以最大程度保护生态环境为主要创新点，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长江经济带科学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用科

学技术解决发展难题。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投资额在环境保护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绿地具有涵养水源、减少水土流失、吸附灰尘

的生态功能，长江经济带绿地面积近 9年保持稳增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净化区域空气污染，减少生态性灾害。 

表 4生态环境承载力影响因素分析 

解释变量 变量系数 影响程度 P值 

人口自然增长率 -4.376* 0.53 0.078 

人均 GDP 37.3429*** 7.33 0.001 

城镇化水平 -2.442** 3.22 0.014 

人口密度 -0.345** 2.53 0.039 

第三产业比重 27.43*** 6.92 0.002 

单位 GDP能耗 -4.3263* 6.57 0.100 

单位 GDP电耗 -22.958*** 6.26 0.004 

科技投入占 GDP 比例 40.098*** 8.28 0.001 

森林覆盖率 7.046* 0.89 0.101 

环境治理投资额 18.64
**
 6.71 0.007 

绿地面积 26.163** 7.21 0.002 

R2 0.881   

调整后 R2 0.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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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为控制文章篇幅，故省去相关解释变量回归方程. 

人口自然增长率、城镇化水平、人口密度、单位 GDP 能耗、单位 GDP 电耗与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成负相关，其中单

元 GDP 能耗、电耗对环境质量负面影响程度最大，分别为 6.57、6.26。众所周知，生态环境承载力有一定限值范围，限值范围

内为可承载状态，超出则为超载状态，长江经济带人口不断增长、人口密度不断增加、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大量的侵占生态性

土地，如耕地、草地等，破坏生态系统平衡，对生态环境承载力造成压力，从而降低生态环境质量。单位GDP 能耗、电耗在长江

经济带生态环境质量中负面影响程度较大，说明当前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仍以资源消耗为主，如何突破资源短缺，长久有效发展

经济成为长江经济带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数据分析过程中，由于废水排放量、废气排放量、废固排放量与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存在显著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在评估

影响变量对生态环境质量环境影响程度时，剔除了“三废”变量，以此解决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4 结论及讨论 

4.1 结论 

生态环境质量现状评价不能代替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价，生态环境质量指数高仅代表该区域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强，并不能保

证人类活动强度一定处于生态环境可承载范围内。当人类长期进行破坏性开发时，优良的生态环境系统也会处于超载状态，并使

生态环境系统发生功能性退化。因此采用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动态评价法，立足于开放、变化的生态环境系统，依据生态平衡理论

和生态稳定性原理，将承载力阈值量化转化为运行状态评价，避开计算人类对生态压力值和生态支撑值等难点，把生态环境承载

力视为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在发展过程中判断区域是否处于承载状态。 

(1)长江经济带近 9年来的生态环境质量呈上升走势，生态环境总体处于可承载状态，但是 11个省市中，江苏、江西两个省

份处于超载状态，安徽省生态环境质量属于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质量的中上游，但从动态趋势看，安徽省处于基本可承载状态，

政府应对该省的生态文明建设引起重视。 

(2)人均 GDP、第三产业、科技投入占 GDP 比重、环境治理投资额、绿地面积与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同增同减且影

响程度较大，分别为 7.33、6.92、8.28、6.71、7.21。长江经济带未来生态文明建设应集中在科技技术创新，以创新促发展，

促进环境保护，与此同时引导第三产业发展，以产业发展倒推产业结构优化。 

(3)人口自然增长率、城镇化水平、人口密度、单位 GDP 能耗、单位 GDP电耗与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成负相关，其

中单元 GDP 能耗、电耗对环境质量负面影响程度最大，分别为 6.57、6.26。人口增长是自然发展规律，无法规避，但是资源消

耗可靠技术力量完成。长江经济带应大力扶持新能源发展，将新能源应用于企业生产，在某些领域减少煤炭资源使用。 

4.2 讨论 

(1)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动态评价法相比生态足迹、权和指数法具有开放性、动态性等优点，它综合评价生态环境质量现状及

其运行状态。但是其在计算指标方面还有待完善，构建客观、科学、明确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标体系是计算核心。 

(2)生态环境系统构成复杂、多变，而生态环境承载力又与生态系统内部和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相关，这使生态环境承载力

影响因素研究面临困难。本文只从社会经济、生态质量层面对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承载力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存在片面性。

如何选取合理、科学的影响因素评价指标，是未来探究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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